
【摘要】 本文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聚焦农村青年外卖骑手返乡意

愿。研究发现，中观层面的职业歧视遭遇、弱城市社会融入感与微观层面的职

业压力等对农村青年外卖骑手返乡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因此，宏观层面

需在综合考量农村青年外卖骑手返乡意愿的基础上做好相应的引导和支持工

作；中观层面，需重视返乡青年的归属感与返乡再融入问题；个体层面，有返乡

意愿的青年需树立正确的职业观，做好返乡从业的心理调适。

【关键词】外卖骑手 返乡意愿 乡村振兴

一、问题提出

近年来，互联网技术的应用与发展催生出一大批形态多样、分工细致的新职业，这些新职

业就业形态灵活多样，吸引了大量待就业人员。在乡村青年人口大量进城的背景下，新职业的

出现使进城青年就业渠道日益多元，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就业模式。新职业从业人员规模日益

庞大，其中以青年为主的外卖骑手是新职业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从业人口及潜在人口需求

已达千万级，《2020饿了么蓝骑士调研报告》指出，外卖骑手平均年龄31岁，“90后”占比47%，八

成来自农村［1］。《2019年及2020年疫情期间美团网约配送员就业报告》显示，在美团平台就业的

外卖骑手中，有25.7万人是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占外卖骑手总量的6.4%，2019年共有56.8%的外

卖骑手选择外卖网约配送员工作实现本省就业［2］。外卖骑手因其从业门槛低、工作方式自由灵

活成为大量进城青年的职业选择，而与这一新职业从业人员规模庞大相关的则是因为该职业

群体的“脆弱性”［3］带来的从业人员的频繁流动。骑手职业本身会增加个体的就业脆弱性，降低

个体的职业稳定性以及抵御风险的能力。对于多数外卖骑手来说，这一职业只是作为职业生

涯的一个阶段。高文珺在《新就业形态下外卖骑手社会流动特点和影响因素》一文中指出，未

来一年里有70.7%的调查对象表示会继续从事当前外卖骑手的工作，但在未来五年的规划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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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比例逐渐缩减，只有51.7%表示会继续从事骑手工作。无论是短期还是长期规划，都有一

定数量的人将自己开店、创业作为未来的职业选择，尤其是在五年规划中，有其他相关规划的

比例更高，还有小部分调查对象计划通过深入学习实现自我提升［4］。

对这些将外卖骑手职业作为“过渡性”工作的群体而言，外卖骑手从业经历在一定程度上

有助于该群体增加收入、增长见识，引发其对今后从业的思考。这一“过渡性”职业从业结束

后，在离开家乡工作的外卖骑手中，有71.1%认为自己未来很有可能或有可能返回家乡工作；

在返乡的从业计划中，有71.1%计划创业或做小买卖，36.9%计划在当地就业，8.3%计划务农，

1.7%选择不工作［5］。有意返乡的农村青年对推动乡村振兴而言将是一笔宝贵的人力资源财

富。这些青年是连接农村与城市的天然纽带，他们可以利用自己的经济资本、经营知识和技

术优势积累，借助移动互联网提供的便利，迅速成长为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中共中央

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提出优先

发展农业农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同时还专门提出实施乡村建设行动，提高农民科技文化素

质，推动乡村人才振兴［6］。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才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基础，要创新乡村人

才工作体制机制，充分激发乡村现有人才活力，把更多城市人才引向乡村创新创业”［7］。青年

思想活跃，对新事物有较强的吸收能力，是社会中最为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是最宝贵的人才

资源，乡村振兴的全面推进需要青年参与并承担积极角色。因此，有必要对这一职业群体的返

乡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并对潜在返乡青年群体进行评估，以引导他们更好地为乡村振

兴服务。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农村青年进城是为了追求好的工作和高收入以获得更高的社会经济地位。长期以来，农

村青年进城务工所面临的几乎是同样的“边缘化”问题，因而无法真正从身份上、更无法从心理

上融入城市，加上就业选择有限，多以从事耗时长、劳动强度大的工作等，使得流动人口尤其是

青年流动人口的进城工作选择不具有可持续性。外卖骑手作为研究对象在职业身份和所处社

会、生活环境方面较之传统流动人口如农民工和蓝领从业流动人口有所差别，但其本质仍是城

市当中的流动人口、是最为普通的劳动者，其从业过程中面临的问题较其他流动人口有诸多相

似性，同时，也因其就业方式不同于传统就业形式导致面临的问题有一定的特殊性。

（一）返乡意愿影响因素研究

针对流动人口或农民工返乡意愿的研究可分为宏观制度、城市认同和融入、个人特征及就

业等三个层面。在宏观制度层面，在我国城乡二元制度下，外来人口流入城市后在教育、社保、

医疗、住房等方面都与本地居民存在较大的差距。长期存在的制度障碍弱化了农民工留城意

愿，户籍制度下的“门槛效应”也会对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同造成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8］。在城市

认同和融入方面，个人在群体中的身份认同以及在社会中的融入感决定了个人从事生产性活动

的能力［9］，对城市的适应、感受到的压力以及歧视等个体的主观心理因素都会对其留城意愿造成

影响［10］。如果流动人口能够享受到与流入地居民平等的市民待遇、获得与流入地居民相对接近的

收入，他们将会有更强的社会融入感［11］，从而更愿意选择留在城市、返乡意愿会随之降低。在个人

特征及就业方面，人力资本水平［12］和工作满意度［13］等与流动人口留在城市的意愿呈正相关，即个

人人力资本水平越高、对当前从事工作或者对进城工作经历满意度越高，就更愿意留在城市。

（二）外卖骑手职业困境与返乡推力

由于存在低门槛和高收入形成的“红利窗口”，以外卖骑手为代表的新职业在吸引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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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劳动力涌入后整个行业的收入水平有所下降。这使得从事该职业的群体需要通过不

断延长劳动时间和增加劳动强度等方式维持原有的收入水平，在这种人力资源和个体高

速流动的新职业生存业态下，离“心”运动是一种必然［14］。劳动群体面临的职业压力是影

响职业流动意愿的重要原因［15］。当付出同样或者更多的劳动依然无法获得与以往相当

的收入时，离“心”在一定程度上会增加离职的概率。外卖骑手在面临职业压力的同时还

承受着多方的职业歧视。对北京市（外卖）快递小哥群体的风险压力研究发现，职业歧视

与恶意投诉是（外卖）快递小哥的核心痛点，其作为外来流动人口，由于制度性安排和市场

化区隔的存在，使他们在城市中面临一定的社会排斥和边缘化倾向，在与客户和公司三者

形成的关系中缺乏相应的话语权［16］。在系统算法日益完善的背景下，配送时间被不断压

缩，在高速度与高单量同收入挂钩的背景下，配送员的配送质量不断下降，进而加重了对

该群体某种程度的歧视。依托信息技术得以迅速发展的外卖平台的成长壮大并不等同于

借助平台从业的外卖骑手的发展，外卖平台从业实质上仍属从事较低职业技能的行业，从

业者发展空间不足，就业质量不高［17］，逐渐成为“困在系统里的人”，无法获得预期地位的

提升，进而会降低留在城市的客观可能性和主观意愿。

结合既有研究，本研究从宏观城乡二元结构背景下的政府服务支持和社会保障状况、中

观层面的社会融入以及微观个体层面的职业压力三个方面对农村青年外卖骑手的返乡意愿

进行讨论。综上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1：外卖骑手在政府服务和社会保障方面越未得到满足，越可能会产生返乡意愿。

假设2：外卖骑手遭遇过职业歧视、对所在城市的社会融入感知越低，越可能会产生返乡意愿。

假设3：外卖骑手在从业中面临的职业压力越大，越可能会产生返乡意愿。

三、变量测量与研究方法

当前有关流动人口返乡意愿的研究包括两种思路：一是研究已经返乡和已经留城的人

群；二是研究处于迁移过程中的群体的返乡和留城意愿［18］。从研究对象的选取方法可以看

出，第一种思路是对完成状态的研究，属于事后分析，因此得出的返乡原因具有一定的建构

性，并不能对青年返乡整体意愿进行全面评估，因此对整体青年返乡规模及其构成做出有效

预估的作用有限，对返乡青年的整体工作布局无法提供有效参考。使用第二种思路开展的有

关流动人口的研究相对较少，既有研究采用的调查方式主要为深度访谈和抽样调查，但出于

调查研究主题和内容的考虑，其研究对象相对广泛，调查区域以大城市为主，缺少专门针对特

定群体返乡意愿的全国性的大型社会调查研究。

（一）数据来源和核心变量测量

1. 数据来源

本研究使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和该院重大国情调研课题“新职业青

年就业、生活与权益保障研究”的调查数据。该调查为线上问卷调查，调查对象是来自全国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18－45岁新职业青年。本研究选取农业户口并且以外卖骑手为主要

职业的群体作为分析对象①。如表1所示，该群体有效样本量为2758，其中男性占92.35%，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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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占7.65%；年龄范围在18－45岁之间，平均年龄28.82岁；受教育程度在初中及以下的比例

为34.45%，高中或中专职高占44.96%，大专及以上占20.59%；平均月收入约为5208.66元。

表1 样本基本情况

变量

地区

性别

年龄

受教育程度

前一份职业

月收入（单位：元）

政府服务需求

社会保障

职业歧视遭遇

社会融入认知

每天工作时长（单位：小时）

就业稳定性

取值

东部

中部

西部

男性

女性

均值

初中及以下

高中或中专职高

大专及以上

传统职业

新职业

均值

均值

有

无

有

无

否

是

均值

可能

不可能

样本分布

55.11%

36.80%

8.09%

92.35%

7.65%

28.82

34.45%

44.96%

20.59%

99.02%

0.98%

5208.66

2.12

74.98%

25.02%

36.63%

63.38%

49.09%

50.91%

11.18

53.05%

46.95%

有返乡意愿

56.42%

35.56%

8.02%

94.13%

5.87%

28.76

35.41%

44.73%

19.86%

98.95%

1.05%

5178.29

2.11

73.52%

26.48%

38.82%

61.18%

43.93%

56.07%

11.28

57.97%

42.03%

无返乡意愿

51.70%

40.05%

8.25%

87.70%

12.30%

28.96

31.94%

45.55%

22.51%

99.21%

0.79%

5287.96

2.14

78.80%

21.20%

30.89%

69.11%

62.57%

37.43%

10.90

40.18%

59.82%

（N=2758）

2. 变量说明

本研究以农村青年外卖骑手是否具有返乡意愿为因变量，分析外卖骑手产生返乡意愿的

影响因素。本研究对“返乡”的界定为农村外卖青年骑手返回其广义上的家乡，即返回其家庭

所在区县，包括返乡不返村和返乡返村等情况。

本研究的控制变量包括研究对象工作地所属区域、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前一份职业类

型和月收入。调查对象所属区域指的是调查期间工作所在地，根据我国经济带的划分将其工

作地所属区域分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以东部地区为参照组，分析不同区域间的

农村青年返乡意愿的差别。引入性别控制变量的原因在于样本中有近一成的女性外卖骑手，

女性外卖骑手相较于男性青年外卖骑手在客观条件和主观态度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在年龄范

围上，本研究涵盖调查数据中所有年龄段的外卖骑手。受教育程度是评估职业选择的重要指

标，本研究将受教育程度分为初中及以下、高中或中专职高和大专及以上三类，以初中及以下

为参照组。前一份职业指的是研究对象在从事本职业之前所从事的职业，本研究将其分为新

职业和传统职业两类。月收入为研究对象所选择的收入区间均值。

主要自变量由宏观层面的政府服务需求和社会保障享有状况、中观层面的职业歧视遭遇

和对城市社会的融入认知以及微观层面的个体从业压力构成。其中，政府服务需求根据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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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在“您希望政府为您做些什么”①问题的选择项数对其政府服务需求进行测量。社会保障

依据研究对象在五险一金、最低生活保障及其他补充保障方面的享有状况分为有社会保障和

没有社会保障两类。遭遇职业歧视指的是研究对象在城市从业和生活中因其从事的职业而受

到歧视。社会融入认知使用研究对象对所在城市的归属感进行测量，由研究对象是否同意“感

觉自己不属于这个城市（地方）”的说法分为融入和未融入两类。每天工作时长计算的是从事外

卖骑手这一职业平均每天的工作时长。就业稳定性以失业可能性感知进行测量，根据研究对象

对“认为自己在未来6个月内失业的可能性有多大”的回答分为有可能失业和不可能失业两类。

（二）研究方法与模型

如前文所述，本研究依据从事外卖骑手职业的农村青年有无返乡意愿将其分为两类作为

因变量。因为在一般回归模型中，因变量多为定距或定比变量，并且在理论上对其分布存在

诸多现实条件下难以满足的假设，如需要满足正态分布、线性关系以及同方差性等条件；而

logistic回归与一般回归模型的主要不同之处在于它可使用的因变量类型与一般回归模型不

同，使用logistic回归可以对一个分类变量的不同类别发生概率进行预测，其因变量为分类变

量，而自变量可以为各种类型的变量。本研究选用logistic回归模型对从事外卖骑手这一职业

的农村青年群体返乡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回归模型的表达式如下：

P（y=1｜x1,···，xi）=
1+ e
e

（3.1）

（3.2）

（3.3）

上述logistic回归模型可以很好地拟合是否具有返乡意愿与其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根据

该模型，假定从事外卖骑手职业的农村青年群体具有返乡意愿的概率为P，取值范围为［0,1］，以

农村青年外卖骑手是否具有返乡意愿的概率为因变量，各影响因素 x1、x2……xi为自变量，建立

logistic回归方程，可得从事外卖骑手职业的农村青年群体具有返乡意愿的概率为：

P=
e

1+e

（3.4）

从事外卖骑手职业的农村青年具有返乡意愿的概率表示外卖骑手意愿返乡的可能性，使

用公式3.4计算出的数值表示从事外卖骑手职业的农村青年群体具有返乡意愿的可能性，数值

越大表示越有可能具有返乡意愿，反之则越不可能具有返乡意愿。

四、结果分析

本研究的分析工具为Stata16.0，农村青年外卖骑手返乡意愿的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的结果

如表2所示。本次实证过程共建立了四个模型，其中，模型一是基准模型，模型二是在控制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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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特征的基础上增加了个人对宏观层面的政府服务需求和社会保障享有状况，模型三是在

模型二的基础上增加了个人在中观层面的社会歧视遭遇和社会融入认知，模型四是在模型三

的基础上增加了个人微观层面的每天工作时长和工作稳定性的评估。通过对数似然比值的变

化可以看出模型得到了优化，即中观层面遭遇职业歧视、社会融入感知，微观层面的工作时长

和工作稳定性都对个人返乡意愿的产生有显著的影响。

表2 农村青年外卖骑手返乡意愿的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

控制变量

地区（东部为参照组）

中部

西部

性别
（男性为参照组）

年龄

受教育程度（初中及以下为参照组）

高中或中专职高

大专及以上

前一份职业
（传统职业为参照组）

月收入对数

宏观层面

政府服务需求

社会保障
（无社会保障为参照组）

中观层面

职业歧视遭遇
（未遭遇为参照组）

社会融入认知
（融入为参照组）

个体层面

每天工作时长
（单位：小时）

就业稳定性
（可能失业为参照组）

模型一

回归系数

－0.204**
（0.092）

－0.017
（0.167）

－0.858***
（0.153）

－0.006
（0.007）

－0.099
（0.099）

－0.087
（0.124）

0.317
（0.471）

－0.231**
（0.096）

几率比

0.816

0.983

0.424

0.994

0.905

0.916

1.372

0.794

模型二

回归系数

－0.192**
（0.092）

0.009
（0.170）

－0.849***
（0.153）

－0.006
（0.007）

－0.091
（0.099）

－0.075
（0.123）

0.298
（0.461）

－0.205**
（0.095）

－0.034
（0.045）

0.248**
（0.104）

几率比

0.826

1.009

0.428

0.994

0.913

0.928

1.347

0.815

0.967

1.282

模型三

回归系数

－0.173*
（0.093）

0.057
（0.171）

－0.702***
（0.155）

－0.008
（0.007）

－0.036
（0.100）

－0.038
（0.126）

0.376
（0.447）

－0.185*
（0.097）

－0.050
（0.046）

0.182*
（0.106）

0.274***
（0.095）

0.698***
（0.089）

几率比

0.842

1.059

0.496

0.992

0.965

0.963

1.456

0.831

0.951

1.200

1.315

2.010

模型四

回归系数

－0.217**
（0.095）

0.071
（0.175）

－0.629***
（0.159）

－0.009
（0.007）

－0.019
（0.101）

－0.033
（0.128）

0.357
（0.446）

－0.107
（0.105）

－0.054
（0.047）

0.083
（0.109）

0.221**
（0.096）

0.612***
（0.090）

0.037**
（0.018）

0.579***
（0.093）

几率比

0.805

1.074

0.533

0.991

0.981

0.967

1.430

0.898

0.947

1.087

1.247

1.843

1.038

1.7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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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常数项

LR chi2

Log likelihood

Pseudo R2

注：*、**、***分别表示在0.1、0.05和0.0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内为回归系数标准误。

模型一

回归系数

4.158***
（0.871）

43.13***

－1605.9588

0.0132

几率比

63.958

模型二

回归系数

3.928***
（0.869）

49.44***

－1602.8008

0.0152

几率比

50.815

模型三

回归系数

3.234***
（0.881）

123.01***

－1566.0161

0.0378

几率比

25.381

模型四

回归系数

1.937***
（0.928）

168.77***

－1543.1387

0.0518

几率比

6.935

模型一包含地区、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前一份职业和月收入对数6个控制变量。在

上述6个控制变量中，中部地区的OR为0.816，在9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表明在控制其他变

量的情况下，中部地区从事外卖骑手职业的农村青年相较于东部地区从事外卖骑手职业的农

村青年更不倾向于产生返乡意愿。性别的OR为0.424，在99%的统计水平上显著，就性别而

言，女性具有返乡意愿的发生比是男性的1/2。月收入对数的OR为0.794，在95%的统计水平

上显著，这说明在控制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收入越高，从事外卖骑手职业的农村青年越不

可能愿意返乡。年龄、受教育程度、前一份职业3个控制变量对从事外卖骑手职业的农村青

年返乡意愿的影响均不显著。

模型二在模型一的基础上加入了宏观层面的两个维度，考察研究对象对政府在包括就业

政策、劳动权益以及子女教育等方面的服务需求和个人是否享有社会保障等对其返乡意愿的

影响。结果显示，个人是否享有社会保障的OR为1.282，在9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这说明在控

制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享有社会保障的从事外卖骑手职业的农村青年的返乡意愿是不享

有社会保障的从事外卖骑手职业的农村青年的返乡意愿的1.282倍。但在加入中观社会层面和

微观个人职业压力层面的变量后，是否享有社会保障对从事外卖骑手职业的农村青年返乡意

愿的影响不再显著。因此，假设1中认为宏观层面的社会政策需求和社会保障享有状况会影响

从事外卖骑手职业的农村青年返乡意愿的假设并不成立，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尽管从事外卖

骑手职业的农村青年对宏观层面的社会政策和社会保障有较高的主观需求，但客观存在的差

异对其是否产生返乡意愿并不能起决定性作用。

模型三在模型二的基础上加入了中观社会层面的两个维度，考察职业歧视遭遇和社会融

入认知对从事外卖骑手职业的农村青年返乡意愿的影响。结果显示，中部地区的OR为0.842，

在9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月收入对数的OR为0.831，在9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社会保障的

OR为1.2，在9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在职业歧视遭遇和社会融入认知方面，遭遇过职业歧视

的群体相较于未遭遇过职业歧视的群体，前者返乡意愿的概率比是后者的1.315倍（β=0.274，p<

0.01）。对工作所在城市（地区）社会融入认知低的群体，其返乡意愿发生比是社会融入认知高

的群体的2.01倍（β=0.698，p<0.01）。上述结果支持了研究假设2，说明城市社会的融入对从事

外卖骑手职业的农村青年返乡意愿发挥着推动作用。

模型四在模型三的基础上加入了个人职业压力等微观层面的两个维度，考察每天工作时长

和就业稳定性对从事外卖骑手职业的农村青年返乡意愿的影响。结果显示，月收入对数和社会

保障对从事外卖骑手职业的农村青年返乡意愿的影响不再显著。职业歧视遭遇的OR为1.247，

在9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在个人职业压力等微观层面，平均每天工作时间每增加一小时，其产

生返乡意愿发生比是原来的1.038倍（β=0.037，p<0.05）。认为有失业可能性的群体产生返乡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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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生比是认为不会失业群体的1.784倍（β=0.579，p<0.01）。因此，研究假设3得到验证，说明从

事外卖骑手职业的农村青年所面临的职业压力对其返乡意愿具有重要影响。

五、研究结论与讨论

新业态的发展带来就业形式的多元化，新职业的不断涌现吸纳了大量青年从业者。外卖

骑手这一职业作为新职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从业人员既具有与传统流动人口从事的高强度、

低职业技能职业相似的特征与问题，同时也因其产生于新技术背景之下而使得从业人员所面

临的问题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本研究主要从返乡推力的角度对农村青年外卖骑手返乡意愿的

影响因素进行分析。该群体相较于传统流动人口表现出了较高的返乡意愿，但其返乡意愿的

影响因素与以往的流动人口有所不同。

首先，从事外卖骑手职业的青年乃至所有青年流动人口所面临的城乡等宏观制度环境相

较于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的流动人口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从表2模型结果可以看出，个体在

宏观层面的政府服务需求和社会保障享有状况对个体返乡意愿的影响并不显著。但应当注意

的是，宏观层面的地区差异，尤其是中部地区青年外卖骑手较低返乡意愿的现状则反映了地区

发展差距的存在。

其次，对农村青年外卖骑手的返乡意愿形成推力的因素是其在城市生活当中遭遇的职业

歧视等难以实现社会融入的困境，以及由此产生的对城市或从业所在地区的低归属感和在从

业过程中所面临的不断增加的职业压力。在无法实现预期的经济和社会地位以及需要面对无

法融入的城市社会和不断增加的职业压力时，主动或被动产生返乡意愿乃至最终选择返乡是

部分青年外卖骑手应对上述困境的一种选择。

最后，本研究对农村青年外卖骑手返乡从业意愿进行的量化和质性分析发现，有返乡意愿

的青年未来在当地就业为主，有10%左右的人表示从业方向为务农；访谈发现，即使倾向于在当

地就业和创业的群体，其从业方向仍以涉农为主。这些潜在的返乡青年不仅仅是数量意义上

的返乡人数，更是具有相对丰富的人力资本、能够为乡村的发展注入强劲活力的人力资源。对

乡村而言，这些青年是潜在可预期的人力资源和财富、是乡村与乡村振兴的文化链接。他们在

既往的工作经历中积累的来自城市生活的商业意识、现代观念和人脉资源等都有助于他们在

返乡创业和就业过程中积累文化优势。对于部分返乡青年来说，返乡满足了他们对家庭生产

生活的诉求，家乡是他们在追逐利益而付出身心代价后能够“软着陆”的最后“港湾”。同时，返

乡青年具有自我实现与发展诉求，追求个性与挑战，渴望得到社会认可，很多返乡青年利用在

城市积累下来的资本回乡创业，实现自我价值。

综上所述，有必要对具有返乡意愿的外卖骑手群体进行多方面考量，对其从产生返乡意愿

到发生返乡行为的转变进行判断，做好这部分返乡青年的创业、择业支持工作以及心理调适

等，积极地吸纳这部分青年人返乡。

通过分析可以看出，外卖骑手职业是农村青年进城务工首要的职业选择，但从事该职业的

农村青年群体中超过七成有返乡意愿，有该从业经历的青年很大程度上将成为返乡青年群体

的重要组成部分。做好青年群体返乡支持和引导工作，需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第一，在宏观层面，需对返乡青年群体及其构成进行预估，制定有针对性的社会政策。目

前对农村外卖骑手青年的返乡研究处于其返乡的可能性阶段，对返乡群体的规模进行预估有

一定的参考意义，但还需对这一群体的其他特征、从业规划以及需求等方面做进一步分析以制

定有针对性的支持政策。例如，农村青年外卖骑手存在一定的服务需求未能得到满足、较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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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障享有状况等问题，应当持续推进相关政策的完善、满足返乡青年的合理需求，使其能

够享受更为公平的社会待遇，从而有效吸引青年返乡。在返乡青年从业方面，做好返乡青年的

创业支持工作，充分发挥这部分青年视野开阔与熟悉乡村现状的优势，支持其涉农产业的创业

工作。这对推动乡村人才振兴和产业振兴而言是重要的积极因素。

第二，在中观层面，需做好返乡青年家乡归属感的培养与返乡再融入工作。农村外卖骑手

青年返乡的地域和职业转换是个人与社会因素综合作用的过程，对于返乡青年而言，家乡生活

存在潜在的“乏味感”。当最初的返乡想象和激情褪去，未曾想到的困难和局限将逐渐显现。

例如，乡村的基础设施与社会环境等与城市相比有区别，移居城市的吸引力便相对增加，返乡

青年可能再次离乡，引发乡村的“二次空心化”。同时，较长时期的他乡、城市生活体验使得返

乡青年面临家乡文化的再适应问题。因此，从乡村振兴战略角度而言，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

会治理格局，积极鼓励返乡青年投身乡村建设，从大的政治制度环境方面给予优秀返乡青年更

多的话语权，提高返乡青年参与乡村社会治理的能力，尊重青年人的个性，进一步激发返乡青

年在城乡交流、教育事业等方面的身份优势等有利于增强返乡青年对家乡的归属感和家乡社

会的再融入。

第三，在微观层面，这些青年需做好返乡的角色与生活调适。未能在城市或非农行业获得所

期待的社会经济地位的青年群体在返乡后将面临较大的职业角色与生活调适问题。为此，返乡

青年应当树立正确的职业观，做好返乡从业的规划并应对可能面临的新的从业压力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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